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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研究

专制主义视角下的
霍光权力与刘贺立废＊

符　奎

【摘　　要】汉武帝托孤是霍光权威地位形成的根本原因，其他辅政大臣或去世或谋反

被诛，客观上使霍光掌握了绝对权力。武帝遗制，汉廷行政运转以中朝为主，外朝为辅，

其中霍光又是整个辅政机制的核心，具有最终的决定权。“政事壹决于光”等相关记载，实

质是这一机制的体现，是武帝遗诏赋予他的职责。刘贺的行为与当时的社会形势及霍光的

执政理念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故而旋即被废。霍光十分重 “名”，即历史对自己的评

价，这对昭宣时期重大政治事件的处理方式及政治走向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集权威与

权力于一身的霍光的政治作为表明，在古代专制政体下，历史评价是约束权力的制度性因

素之一。

【关 键 词】西汉政治　专制主义　霍光权力　刘贺立废
【作者简介】符奎，历史学博士，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边疆研究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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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曾在２０１８年１０月山东巨野举办的 “昌邑王国与海昏侯国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得到与会专家的指导与帮助，

匿名审稿专家也提出了有益的意见与建议，一并致谢。

①　《汉书》卷５９ 《张安世传》，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版，第２６４７页；《汉书》卷６３ 《武五子传》，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版，第２７６５页；《汉

书》卷６８ 《霍光传》，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版，第２９３７页。

②　苏轼：《东坡志林》卷３，《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８６３册，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版，第３６页。

元平元年 （前７４年）四月，汉昭帝突然去世，因无子嗣，汉大臣征昌邑王刘贺即位。刘贺仅立

二十七天就被霍光废黜，后被汉宣帝封为海昏侯。刘贺被立及旋即被废的原因，成为古今学者关注

的焦点问题。班固在 《汉书》中多次指出刘贺因 “行淫乱”被废，①虽一般被作为史料看待，但实际

上代表了班固的观点。对此，古人早已提出不同意见，如苏轼便认为 “其中从官必有谋光者，光知

之，故立废贺，非专以淫乱故也”。②受君臣大义观念的影响，历代对霍光立废刘贺的评价褒贬不一，

但立论基础均与上述两种观点相同。

２０世纪以来，因刘贺立废事涉西汉中后期的政治走向，所以仍是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宋超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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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认为：“昌邑王刘贺所以能被霍光立为皇帝，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远较广陵王刘胥年轻，更容易

被操纵控制之故。”① 至于刘贺被废的原因，白寿彝先生主编的 《中国通史》认为： “刘贺立二十七
日，昏乱无度。霍光乃与丞相杨敞、大司农田延年等商议，并上告皇太后，废掉昌邑王，迎立武帝
曾孙刘询为帝，是为宣帝。这是保证西汉社会继续发展的一项重要决策。”② 与此不同，吕思勉先生
曾指出：“史所言昌邑王罪状，皆不足信。”③ 廖伯源先生也认为 “昌邑王入承大统，有收回权力之迹
象，光即废之”，④ 并进一步对刘贺被废过程作了详尽考证，认为班固 《汉书》使用了霍光为掩饰真

相而作伪的史料。于全介先生赞成廖伯源刘贺被废 “纯为权力斗争”的观点，但认为班固关于刘贺
被废过程的记载是可信的。⑤ 概言之，学界的基本观点仍然是霍光因专权之需要而立废刘贺和刘贺因
“行淫乱”被废两说，其中霍光专权说是主流。

２０１５年江西南昌海昏侯墓发掘资料对外公布以后，改变了以往刘贺研究多与昭宣时期政治局势
及人物尤其是霍光相联系的局面，使相关研究进入以刘贺为直接切入点的阶段。海昏侯墓出土文物，

如孔子屏风、《论语》等儒家经典，为刘贺形象的认识提供了新史料。周天游先生指出：“结合海昏

侯墓考古资料，还原在人们眼前的人物形象，仿佛是一个崇尚儒学，颇有主见，敢于碰硬，又知进
退的刘贺。这的确应该引起学术界的重新审视。”⑥ 关于刘贺立废的研究也得到了深化。辛德勇先生
出版了两部专著，对刘贺的政治命运、海昏侯墓陵园布局及相关出土文物等进行了分析，在刘贺立
废问题上，坚持传统的权力斗争说。⑦ 孙筱先生从 “为人后者为之子”的经学理论角度对刘贺立废进
行了分析。⑧ 臧知非先生对 “淫乱”的内涵作了分析，认为文献中的 “行淫乱”“淫乱”主要是指政
治行为。⑨ 卜宪群先生指出刘贺立废是汉武帝遗制中朝制度进一步强化，并逐渐集中到霍光身上的结

果，而关于刘贺立废，除看到政治斗争的一面外，还应当结合汉武帝以后的政治走向等进行综合评
价。瑏瑠 刘贺研究在海昏侯墓发掘后成为学术热点，成果丰硕，但关于刘贺立废问题的观点，仍主要围
绕传统的霍光专权与刘贺因 “行淫乱”被废二说展开。

就目前成果而言，尚有可深化的地方：首先，仍然存在着过于强调阴谋论的权力斗争说的倾向，

斗争是政治的天然伴生物，但不能因为霍光曾经是一个立帝废帝的权臣，就自然地认为其政治行为
均是以擅政专权为根本目的，不可忽略了霍光的性格特点与行为特征对其政治作为的影响；其次，

武帝遗制是霍光权力的来源，这一制度在具体政务中的运行方式及作用，仍有进一步阐述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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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超：《“霍氏之祸，萌于骖乘”发微———宣帝与霍氏家族关系探讨》，《史学月刊》２０００年第５期，第２６～３１、３６页。张小峰先
生也认为：“昌邑王被立，完全是霍光为了排斥广陵王，压倒群臣而使出的一招杀手锏而已。”参见张小峰：《西汉中后期政局演
变探微》，首都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０１年，第３４页。

白寿彝总主编，白寿彝、高敏、安作璋主编：《中国通史》第四卷 《中古时代·秦汉时期》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

第３３８页。

吕思勉：《秦汉史》，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１３５页。本书由上海开明书店于１９４７年３月初版，参见李永圻、张耕华编
撰：《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８５９页。

廖伯源：《昌邑王废黜考》，《秦汉史论丛》，（台）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０３年版，第４５页。

于全介：《刘贺废黜新考———兼评 〈昌邑王废黜考〉》，《中州学刊》２００７年第３期，第１７９～１８１页。

周天游：《海昏侯墓三议》，江西师范大学海昏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编：《纵论海昏——— “南昌海昏侯墓发掘暨秦汉区域文化”国际
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江西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７页。

辛德勇：《海昏侯刘贺》，三联书店２０１６年版；辛德勇：《海昏侯新论》，三联书店２０１９年版。

孙筱：《从 “为人后者为之子”谈汉废帝刘贺的立与废》，《史学月刊》２０１６年第９期，第９～１３页。

臧知非：《刘贺废立与昭宣政局发覆———兼谈刘贺被废原因》，江西师范大学海昏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编：《纵论海昏——— “南昌海
昏侯墓发掘暨秦汉区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１９３页。

卜宪群：《政制、政事与政治：也谈刘贺的立废》，《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年第２期，第１０１～
１０４页。



如所谓的 “政事壹决于光”，① 不能简单地从霍光擅政专权的角度来理解，须结合相关制度作深入分
析。霍光完全主导了刘贺立废的过程，看似形成了其擅政专权的直接证据，但从专制主义角度分析，

这其实是专制制度赋予霍光的职权；再次，对刘贺行为的分析，仍以政治斗争的构陷论为主，对它
与专制制度及其运行规则之间冲突的分析较少。故此，本文不揣谫陋，拟在专制主义视角下，对武
帝遗制与霍光权力的形成、专制政治的运行机制与刘贺立废以及 “名”与霍光的政治作为等问题进
行分析。不当之处，敬请斧正。

一、武帝遗制与霍光权力的形成

霍光立帝废帝，权力达到顶峰，是历史上名副其实的权臣，加之史书 “昭帝初即位，未任听政，
政事壹决于大将军光”②、“帝年八岁，政事壹决于光”③、“初辅幼主，政自己出”④ 等记载，很容易
形成霍光在辅政伊始就独揽大权的错觉，如何正确认识 “政事壹决于光”的记载，是客观评价霍光
的基础之一。

汉武帝去世时，“上以光为大司马大将军，（金）日磾为车骑将军，及太仆上官桀为左将军，搜
粟都尉桑弘羊为御史大夫，皆拜卧内床下，受遗诏辅少主”，⑤ 丞相车千秋亦 “受遗诏，辅道少
主”。⑥ 这反映了当时中央权力运作的基本格局，兼顾中朝与外朝人员，在政策的决策与执行时，既
有利于中、外协商与沟通，又能起到相互制衡的作用。但这一制度与人事安排在实际政务运行中是
否得到贯彻，汉武帝遗制是否发挥了作用，是需要关注的首要问题。

金日磾在汉昭帝始元元年 （前８６年）九月就已病逝，在昭帝朝重大政治事件中并没有发挥
过多的作用。此后，汉王朝的中央权力基本上按照武帝设计的机制运行。 《汉书·外戚传》载：
“初，桀子安取霍光女，结婚相亲，光每休沐出，桀常代光入决事。”⑦ 可见，霍光并未一个人把
持朝政。上官桀甚至还利用代霍光听事之机，发泄私恨，逼杀朝廷命官。史载：盖长公主私夫丁
外人使客射杀故京兆尹樊福，⑧ 渭城令胡建率领吏卒围捕客于公主庐，公主、丁外人、上官安派
遣奴客追射、驱散吏卒，并上书弹劾胡建，“大将军霍光寝其奏。后光病，上官氏代听事，下吏
捕建，建自杀”。⑨ 不仅如此，在上官氏心生怨恨，与霍光争权的情况下，上官氏仍然可以 “诈令
人为燕王上书……候司光出沐日奏之。桀欲从中下其事，桑弘羊当与诸大臣共执退光”。瑏瑠 这次政
变因昭帝的否定而未能实现，说明霍光处世为政深得昭帝信任，昭帝对当时的政治局势已有所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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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卷６８ 《霍光传》，第２９３２页。
《汉书》卷６６ 《车千秋传》，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版，第２８８６页。
《汉书》卷６８ 《霍光传》，第２９３２页。
《汉书》卷６８ 《霍光传》，第２９３３页。
《汉书》卷６８ 《霍光传》，第２９３２页。
《汉书》卷６６ 《车千秋传》，第２８８６页。
《汉书》卷９７上 《外戚传上》，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版，第３９５８页。
《汉书·百官公卿表》始元六年 （前８１年）条作 “守京兆尹樊福”（《汉书》卷１９下 《百官公卿表下》，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版，第

７９５页）。周寿昌指出：“《胡建传》：‘丁外人骄恣，怨故京兆尹樊福，使客射杀之。’此作守，不作故，故则不能入表也，惟守何
以不书本职？又何不书其死？疑前后有脱漏字。”参见周寿昌：《汉书注校补》卷１２ 《百官公卿表下》，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６年版，

第１８４页。
《汉书》卷６７ 《胡建传》，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版，第２９１２页。
《汉书》卷６８ 《霍光传》，第２９３５页。



判，深知霍光的存在对自己的意义。① 但随后霍光的表现值得深入分析，史载： “明旦，光闻之，

止画室中不入。上问：‘大将军安在？’左将军桀对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② 如果没有

昭帝这一新皇权的支持，霍光将完全受制于人，这说明朝政实际并未完全由他控制，即便是在威

胁自身安全的重大政治事件中，也只是被动地应对。中朝实际由辅政的霍光和上官桀轮流执政，

汉武帝设计的相互牵制与权力平衡的中朝格局一直在发挥作用，即便是 “政事壹决于光”，他也

没能打破这一既定格局。

上官氏与霍光争权的原因，《汉书·霍光传》如是载：“自先帝时，桀已为九卿，位在光右。及

父子并为将军，有椒房中宫之重，皇后亲安女，光乃其外祖，而顾专制朝事，繇是与光争权。”③ 按

照武帝的遗诏，霍光是五位辅政大臣的核心人物，武帝也曾以周公喻之，根据这一架构，政事最终

决定权在霍光手中，这正是上官桀父子为丁外人求官爵等事遭到霍光否决而不能实现的根本原因所

在。所以此时霍光 “专制朝事”是武帝设计的辅政机制赋予的，是他的职责，所谓 “政事壹决于光”

等记载均应从这一角度理解，而非对霍光独揽权力的描述。

元凤元年 （前８０年）“九月，鄂邑长公主、燕王旦与左将军上官桀、桀子票骑将军安、御史大

夫桑弘羊皆谋反，伏诛”。④ 此次政变直接导致汉武帝设计的辅政机制遭到彻底破坏。史载：“光尽诛

桀、安、弘羊、外人宗族。燕王、盖主皆自杀。光威震海内。昭帝既冠，遂委任光。”⑤ 至此，中朝

掌控权力中枢的仅剩霍光一人，其擅政专权成为可能。但绝不能将这一局面看成是霍光出于擅政目

的而采用阴谋手段所致。此次政变的原因：

左将军安阳侯桀、票骑将军桑乐侯安、御史大夫弘羊皆数以邪枉干辅政，大将军不听，而

怀怨望，与燕王通谋，置驿往来相约结。燕王遣寿西长、孙纵之等赂遗长公主、丁外人、谒者

杜延年、大将军长史公孙遗等，交通私书，共谋令长公主置酒，伏兵杀大将军光，征立燕王为

天子。⑥

据此，上官桀、桑弘羊的覆亡，完全是他们在权力欲的驱动下自取灭亡的结果。这又一次表明，在

残酷的政治斗争中，霍光一开始并没有掌握主动权，只是应对得当，虽然使他摆脱了失败者的命运，

并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但难免带有侥幸的成分。劳榦先生指出：“霍光也只是时势所造成的英雄。当

然他本人处事的能力是可以说相当优秀。但他在这个特殊情况，前所未有的局面中，也是随事应付，

并无远见。”⑦ 这一评价，甚确。

上述的事件主要是围绕皇权发生在中朝臣之间的斗争，汉廷行政中枢原为丞相，汉武帝建立中

朝后，丞相的议政与决策权遭到削弱，中朝为实际的权力中心，外朝行政中枢形同虚设。⑧ 汉武帝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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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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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由于昭帝亲信霍光，疏远上官桀等，上官桀等人 “乃谋令长公主置酒请光，伏兵格杀之，因废帝，迎立燕王为天子”（《汉
书》卷６８ 《霍光传》，第２９３６页），上官安 “遂结党与谋杀光，诱征燕王至而诛之，因废帝而立桀”（《汉书》卷９７上 《外
戚传上》，第３９５９页），说明上官氏已被权力冲昏头脑，野心极度膨胀。这也表明霍光是昭帝的支持者，与昭帝之间是唇
亡齿寒的关系。
《汉书》卷６８ 《霍光传》，第２９３６页。
《汉书》卷６８ 《霍光传》，第２９３４页。
《汉书》卷７ 《昭帝纪》，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版，第２２６页。
《汉书》卷６８ 《霍光传》，第２９３６页。
《汉书》卷７ 《昭帝纪》，第２２６～２２７页。

劳榦：《霍光当政时的政治问题》，《古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中华书局２００６年版，第１３５页。

卜宪群：《秦汉官僚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１８７页。



诏所确定的拥有决策权的首辅地位与客观上中朝领导外朝的双重制度因素，决定了时任丞相的车千

秋不具有牵制霍光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武帝遗制中，车千秋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存在。外朝

参与决策的权力虽然逐渐丧失殆尽，然而作为实际上的行政中枢，相权的权威性依旧。侯史吴案中，

车千秋 “数为侯史吴言，恐光不听……即召中二千石、博士会公车门，议问吴法”，虽然这遭到了霍

光以 “擅召中二千石以下，外内异言”为由的严厉批评，但正如杜延年为车千秋辩护时所言，“至擅

召中二千石，甚无状”，① 所谓 “无状”就是没有根据，即作为百官之首的丞相，召集百官议事，正

是其职责所在，“擅召”的指责是毫无根据的。所以，虽然汉武帝将外朝置于中朝的控制之下，但丞

相制度的保存，实质上对中朝形成了制衡，其目的无非是为了保持皇权的独尊地位。元凤四年 （前

７７年）正月甲戌，车千秋病逝，② 武帝遗诏的五位辅政大臣只剩下霍光一人，汉廷政治最终完全掌

握在霍光手中。

在这种特殊的遗诏辅政制度中，辅政之臣的权力实际上均来自于皇权这一权威，从权力五分到

霍光一人独掌大权，是政局逐渐发展的结果。质言之，霍光地位的形成既有制度原因，又有历史原

因。中朝制度及武帝遗诏所确定的首辅地位，是霍光获得权威的制度保证；而金日磾与车千秋的去

世、上官桀与桑弘羊谋反被诛等政局的变动，是霍光最终独掌汉廷最高权力的历史原因。无论是五

人共治还是一人专权，霍光始终肩负着武帝遗诏赋予他的历史使命，实际政务活动中并未突破武帝

遗制。

二、专制政治的运行机制与刘贺立废

刘贺即位旋即被废，霍光是整个事件的主导者。这里有一个被忽视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汉廷群

臣中独有霍光要废黜刘贺，不追问这一问题，或不将其阐释清楚，很容易从霍光与群臣处于对立面

的角度，得出他废黜刘贺是为了达到自己擅政专权的目的。

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确立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制度，这一制度下，出现 “丞相诸大

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③ 的现象，亦属常态。经过秦末的动荡与汉初的休养生息，汉武帝采取一系

列措施进一步巩固和强化了君主专制制度。中朝制度的建立，使得以丞相为首的行政中枢成为典型

的 “倚辨于上”的办事机构。这虽然有利于君主的专制，但是从官僚政治的角度讲，对理性行政及

官僚政治的积极性、主动性造成了严重损害。在专制体制下，由于决策权掌握在最高统治者手中，

在遇到重大政治问题时，整个官僚机构处于遵照指令办事的消极状态。刘贺被废的过程，充分说明

了这一问题，史载：

（刘贺）既至，即位，行淫乱。光忧懑，独以问所亲故吏大司农田延年。延年曰： “将军为

国柱石，审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选贤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于古尝有此否？”延

年曰：“伊尹相殷，废太甲以安宗庙，后世称其忠。将军若能行此，亦汉之伊尹也。”光乃引延

年给事中，阴与车骑将军张安世图计，遂召丞相、御史、将军、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

会议未央宫。光曰：“昌邑王行昏乱，恐危社稷，如何？”群臣皆惊鄂失色，莫敢发言，但唯唯

而已。田延年前，离席按剑，曰： “先帝属将军以幼孤，寄将军以天下，以将军忠贤能安刘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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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今群下鼎沸，社稷将倾，且汉之传谥常为孝者，以长有天下，令宗庙血食也。如令汉家绝
祀，将军虽死，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乎？今日之议，不得旋踵，群臣后应者，臣请剑斩之。”光
谢曰：“九卿责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当受难。”于是议者皆叩头，曰： “万姓之命在于将
军，唯大将军令。”①

上述文字将废黜刘贺的原因与决策过程详细地记录下来。刘贺的性格特征与行为方式不适合做皇
帝，但是集议时，“群臣皆惊鄂失色”，一方面说明他们对可能将要发生的以臣废君行为的震惊；②

另一方面说明群臣中并没有几人真正思考过刘贺适不适合做皇帝的问题，这反证了霍光感到 “忧
懑”的孤独性。整个汉廷仅霍光一人对刘贺的行为感到忧心忡忡，反映的正是专制体制下，国家的
命运与前途系于一人之身的畸形现象。田延年称霍光 “为国柱石”，并非虚语，道出了霍光当时的
地位与肩负的责任，这种权威地位的获得，来源于汉武帝托孤，所谓 “先帝属将军以幼孤，寄将军
以天下”与 “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论证了霍光立君废君的权威性，群臣能做的只能是 “唯大将
军令”而已。

田延年在整个决策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霍光 “独以问所亲故吏大司农田延年”反映
了事情的真相与本质。任人唯亲，是古代专制主义体制下人才选拔的痼疾之一。但处在那样的社会
环境下，不单单是营私需要结党，即便是促进社会发展的政治行为的开展及相关政策的推行，特殊
情况下也需要利用由门生故吏等各种私人关系为纽带结合而成的统一体。田延年的 “离席按剑”，除
为天下苍生之外，还应考虑到其故主霍光的关系。这是专制政体造成的，天下乃皇帝之天下，而此
时拥有皇帝权威并掌握实权的正是霍光。明乎此，则自然可以理解为何 “群臣皆惊鄂”，而霍光独
“忧懑”，为何群臣皆 “唯唯而已”，而霍光独 “当受难”，这是专制体制赋予他的责任。霍光择立刘
贺的过程，在群臣 “咸持广陵王”的情况下，最终因霍光的 “内不自安”③ 而定策征立刘贺，亦说明
了这一问题。④

以武帝托孤所赋予的权威和客观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绝对权力，霍光成功地将刘贺废黜。

从定策到将刘贺送至昌邑邸，整个废黜过程完全朝着霍光的既定目的前进，中间没有出现任何波
折，⑤ 可见废黜刘贺的行动应当经过了精心的策划。但具体行动中所使用的政治手段，与废黜刘贺的
根本原因不能混为一谈，不能因为在废黜刘贺的过程中采取了非常手段，就认为霍光的目的是扫清
专政障碍。

《汉书·霍光传》：“（刘贺）受玺以来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节诏诸官署征发，凡千一百二十
七事。”⑥ 这一记载很容易误解为霍光、杨敞等人一共网罗了１１２７件刘贺在位２７天内所做的坏事。

实际上，这仅仅是刘贺罪名之一，即１１２７是 “持节诏诸官署征发”这一罪名所对应的具体数量，其
巨大程度已经到了让人难以置信的地步。那么，废黜刘贺的罪名是否是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是霍
光的栽赃陷害呢？

刘贺即位后，“取诸侯王、列侯、二千石绶及墨绶、黄绶以并佩昌邑郎官者免奴。变易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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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卷６８ 《霍光传》，第２９３７～２９３８页。

群臣所 “惊鄂失色”的是以臣废君这一前所未有的行为本身，而非刘贺尚有德行不应被废。
《汉书》卷６８ 《霍光传》，第２９３７页。

关于刘贺被立的原因，参见符奎、卜宪群：《关于刘贺立废问题的几点看法》，《光明日报》２０１８年５月１４日。

关于霍光废黜刘贺的经过，参见廖伯源：《昌邑王废黜考》，《制度与政治：政治制度与西汉后期之政局变化》，中华书局２０１７年
版，第７１～７２页。
《汉书》卷６８ 《霍光传》，第２９４４页。



黄旄以赤”，“为玺书使使者持节，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园庙，称嗣子皇帝”等带有政治色彩的行
为，① 自然会引起霍光的不满，但是这不足以撼动霍光的地位。真正给霍光造成困扰的，是刘贺
在继承皇位、身份改变的前提下，依然行为放纵，沉迷于游猎等享乐活动不能自拔。如 “从官更
持节，引内昌邑从官驺宰官奴二百余人，常与居禁闼内敖戏”，“大行在前殿，发乐府乐器，引内
昌邑乐人，击鼓歌吹作俳倡”，“驾法驾，皮轩鸾旗，驱驰北宫、桂宫，弄彘斗虎”，“与孝昭皇帝
宫人蒙等淫乱，诏掖庭令敢泄言要斩”，“与从官官奴夜饮，湛沔于酒”，等等，② 皆属于生活作风
问题。

这些并不是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等重大决策方面的失误，似乎不足以成为废黜刘贺的理
由。但这种为了满足个人私欲的无节制行为，最终影响的是社会的稳定与发展。王吉谏言曾经
指出：“今者大王幸方舆，曾不半日而驰二百里，百姓颇废耕桑，治道牵马，臣愚以为民不可数
变也。”③ 刘贺在昌邑国内的行为，不仅加重了百姓的负担，而且妨碍了正常的农业生产活动。

皇帝至高无上的地位与权力，将为刘贺奢靡的生活追求提供更加便利的实现条件，这与当时的
社会形势和霍光 “轻徭薄赋，与民休息”④ 的政治理念不符。如果皇帝的身份与责任无法约束刘
贺的行为，那么在他彻底掌握权力之后，其挥霍的程度及可能造成的影响将无法估量，这自然
是霍光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刘贺即位以后的行为，影响最大的当然是霍光，但需要注意的是，如前所述，在汉武帝遗制及
昭帝时期政局发展的双重作用下，此时的霍光实质上已经是汉王朝专制机制的总代表。王吉在刘贺
被征时上书：“大将军仁爱勇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闻，事孝武皇帝二十余年未尝有过。先帝弃群
臣，属以天下，寄幼孤焉，大将军抱持幼君襁褓之中，布政施教，海内晏然，虽周公、伊尹亡以加
也。今帝崩亡嗣，大将军惟思可以奉宗庙者，攀援而立大王，其仁厚岂有量哉！臣愿大王事之敬之，

政事壹听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⑤ 这份劝诫书，虽略有夸赞浮词，但对霍光的政治地位及作为作
了客观的陈述。霍光代表了当时的统治秩序这一点，可以说是朝野共识，对霍光的否定实质上是对
现有政治秩序的否定。

刘贺即位后的所作所为相当不堪，很难从中发现明确的与霍光争夺最高权力的举措。⑥ 实际上，

史书中关于刘贺即位前后行为的描述，如 “会昌邑王征即位，动作不由法度”⑦、“贺动作多不正”⑧、
“动作亡节”⑨ 等，表明他完全是一个不依照常理行事，我行我素、不受规则约束的人。张敞给汉宣
帝的密奏中说刘贺 “清狂不惠”，颜师古注引苏林曰： “凡狂者，阴阳脉尽浊。今此人不狂似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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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卷６８ 《霍光传》，第２９４４页。
《汉书》卷６８ 《霍光传》，第２９４０～２９４４页。
《汉书》卷７２ 《王吉传》，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版，第３０５８页。
《汉书》卷７ 《昭帝纪赞》，第２３３页。
《汉书》卷７２ 《王吉传》，第３０６１～２０６２页。

如昌邑国相安乐担任长乐卫尉一事，往往被认为是刘贺企图控制上官太后的举措，但于全介先生已经从汉诸侯王相的委
派，尤其是汉景帝以后王国官制变化的角度，指出 “相”在立场上站在朝廷一边，以控制削弱诸侯政权为目的，以朝廷
支持为背景。再如昌邑群臣被诛时，有人高呼 “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汉书》卷６８ 《霍光传》，第２９４６页），以及刘
贺将指出 “天久阴而不雨，臣下有谋上者”（《汉书》卷７５ 《夏侯胜传》，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版，第３１５５页）的夏侯胜下
狱，实际上均表明刘贺本人并没有以剥夺霍光的政治权力为目的。参见于全介：《刘贺废黜新考———兼评 〈昌邑王废黜
考〉》，《中州学刊》２００７年第３期，第１７９～１８１页；符奎、卜宪群： 《关于刘贺立废问题的几点看法》， 《光明日报》

２０１８年５月１４日。
《汉书》卷７６ 《张敞传》，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版，第３２１６页。
《汉书》卷８９ 《循吏传·龚遂》，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版，第３６３７页。
《汉书》卷７２ 《王吉传》，第３０５８页。



故言清狂也。或曰，色理清徐而心不慧曰清狂。清狂，如今白痴也。”① 宋超先生指出：“细绎张敞的

密奏，所谓刘贺 ‘清狂不惠’，似乎当取 ‘不狂似狂’之意，绝非 ‘或曰’‘白痴’之意。”② 宋先生

的意见可取，“动作不由法度”“不正”“亡节”正是 “轻狂”最恰当的注解。霍光等对刘贺 “荒淫迷

惑，失帝王礼谊，乱汉制度”③ 的指责是符合实情的。

如果刘贺真是一个白痴，霍光立刘贺的目的纯为了擅政专权，那么他就完全没有必要冒着被

天下指责的风险而废帝，只需严加控制便可。唯一的解释是，刘贺本人的特立独行，已经不单单

是对霍光个人权力及其所代表的自武帝托孤以来所形成的政治秩序的冲击，而是已实际上超出了

当时政治运行机制与官僚制度理性行政可接受的范围，对整个政治体制乃至汉王朝的稳定都造成

威胁。所以，对霍光立废刘贺的评价，应当走出权利斗争说的窠臼，从大局着眼，正如卜宪群先

生所说：“作为今天的人，在看待刘贺立废问题上，无疑要从历史的大势出发，从实际的历史结

果出发。”④

三、“名”与霍光的政治作为

《汉书·昭帝纪赞》：“（汉昭帝时期）承孝武奢侈余弊师旅之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光知时

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至始元、元凤之间，匈奴和亲，百姓充实。”⑤ 《汉书·霍光传赞》：

“（霍光）处废置之际，临大节而不可夺，遂匡国家，安社稷。拥昭立宣，光为师保，虽周公、阿衡，

何以加此！”⑥ 可见，班固对霍光赞许有加，他确实为所谓的 “昭宣中兴”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刘贺

立废与宣帝之立，说明汉家的权力已经完全掌握在霍光手中。那么，为什么霍光没有像上官桀、上

官安父子那样走上谋反，甚至幻想自立为帝的道路呢？这既取决于当时的社会形势，又与霍光的性

格有关。

霍光之所以能被汉武帝看中，主要是因为他为人小心谨慎。史载：“光为奉车都尉光禄大夫，出

则奉车，入侍左右，出入禁闼二十余年，小心谨慎，未尝有过，甚见亲信。”⑦ 昭帝去世后，在皇位

人选问题上，前后拖延月余，⑧ 这虽然与事发突然有关，但在群臣 “咸持广陵王”，与自己意见不合

的情况下，霍光并没有贸然行动，而是采取了更为稳妥的策略，就是静待事情的变化。直到某郎上

书 “周太王废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宜，虽废长立少可也。广陵王不可以承宗

庙”，霍光才 “即日承皇太后诏，遣行大鸿胪事少府乐成、宗正德、光禄大夫吉、中郎将利汉迎昌邑

王贺”，⑨ 这不能不说与他谨慎的性格和作风有关。从整个昭宣时期政治发展大势看，汉武帝 “唯光

任大重，可属社稷”瑏瑠 的判断无疑是正确的。

霍光小心谨慎的作风，与其在汉武帝身边目睹风云变幻的政治局势和残酷的政治斗争有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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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专制体制下，小心谨慎无疑是从政者必备的政治素养，这无疑成就了霍光叱咤风云的一生。但

对昭宣时期政局走向产生重大影响的，还有霍光的另一个性格因素，即他十分重视和珍惜自己的

名声。

刘贺即位后 “行淫乱”，引起了霍光的 “忧懑”，田延年建议 “更选贤而立之”，这可能正是霍光

的原意，但霍光提出了疑问：“今欲如是，于古尝有此否？”① 可见，废黜刘贺对集权威与权力于一身

的霍光而言，实践上并不存在困难，他真正担忧的是将来的历史对他的评价问题，他必须为废黜皇

帝这一政治行为找到历史依据。作为霍光所亲信的故吏，田延年对霍光重名的秉性应该十分了解，

答曰：“伊尹相殷，废太甲以安宗庙，后世称其忠。将军若能行此，亦汉之伊尹也。”② 一语中的，

“后世称忠”“汉之伊尹”彻底打消了霍光的顾虑，于是 “引延年给事中，阴与车骑将军张安世图

计”③，开始着手废黜刘贺。

霍光控制刘贺以后，“令故昭帝侍中中臣侍守王。光敕左右：‘谨宿卫，卒有物故自裁，令我负

天下，有杀主名。’”④ 这说明在废黜行动开始之前，霍光已经定下了仅废黜刘贺皇位的方针。究其原

因，正是霍光所言，他不愿自己落下 “杀主”的名声。如果刘贺不肯配合，在遭废黜之时自杀，霍

光无论如何是洗脱不了这一罪名的。为此，霍光亲自将刘贺送至昌邑邸，才算真正妥善处置完对刘

贺的废黜。与刘贺分别之际，霍光说：“王行自绝于天，臣等驽怯，不能杀身报德。臣宁负王，不敢

负社稷。愿王自爱，臣长不复见左右。”⑤ “宁负王，不敢负社稷”应是霍光肺腑之言，对霍光 “不敢

负社稷”形成约束的，实际上仍然是他对 “名”的重视。

《汉书·昭帝纪》记载，元凤三年 （前７８年）夏四月，“少府徐仁、廷尉王平、左冯翊贾胜胡皆

坐纵反者，仁自杀，平、胜胡皆要斩。”⑥ 此事的起因，是桑迁逃亡时其父桑弘羊故吏侯史吴曾经藏

匿过他，后来遇到大赦，侯史吴投案自首，廷尉王平与少府徐仁认为桑迁本人并非反者，故而判侯

史吴为 “匿为随者”罪，以赦令赦免了侯史吴。但侍御史认为桑迁 “通经术，知父谋反而不谏争，

与反者身无异，侯史吴故三百石吏，首匿迁，不与庶人匿随从者等，吴不得赦”，并弹劾王平、徐仁
“纵反者”。⑦ 这一看似简单的法律问题，因背后的政治背景与人事关系而变得十分复杂。《汉书·杜

延年传》载：

少府徐仁即丞相车千秋女婿也，故千秋数为侯史吴言。恐光不听，千秋即召中二千石、博

士会公车门，议问吴法。议者知大将军指，皆执吴为不道。明日，千秋封上众议，光于是以千

秋擅召中二千石以下，外内异言，遂下廷尉平、少府仁狱。朝廷皆恐丞相坐之。延年乃奏记光

争，以为 “吏纵罪人，有常法，今更诋吴为不道，恐于法深。又丞相素无所守持，而为好言于

下，尽其素行也。至擅召中二千石，甚无状。延年愚，以为丞相久故，及先帝用事，非有大故，

不可弃也。间者民颇言狱深，吏为峻诋，今丞相所议，又狱事也，如是以及丞相，恐不合众心。

群下欢譁，庶人私议，流言四布，延年窃重将军失此名于天下也！”光以廷尉、少府弄法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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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论弃市，而不以及丞相，终与相竟。①

“议者知大将军指，皆执吴为不道”，表明霍光对侯史吴 “匿为随者”的罪名及被赦免的判决结果并

不满意，这可能跟牵扯到桑弘羊有关。因女婿徐仁的关系，“素无所守持，而为好言于下”的车千

秋为了给霍光施压，居然难得一见地利用丞相制度赋予他的权责，召集中二千石、博士等共议侯史

吴的罪名。在群臣阿附霍光的情况下，结果自然与车千秋的预设大相径庭，但是他也只能按制将最

终讨论的结果上奏。按理说侯史吴 “不道”的罪名，应是霍光想要的结果，他原本可以依此对相关

涉案人员进行判罚。但车千秋触动了霍光更大的忌讳，即此时中外朝的关系是中朝决策，外朝执

行，车千秋的做法无疑是挑战了这一行政运行机制，所谓 “外内异言”，实际是指外朝侵夺了中朝

的决策权，这自然为霍光所不容，故此，“朝廷皆恐丞相坐之”。杜延年奏记霍光为车千秋辩护，虽

然陈述了几条理由，但是促使霍光最终 “不以及丞相”的原因，应是担心罪及丞相 “不合众心”，

而 “失此名于天下也”。可见，此案诛连车千秋并非没有可能，是霍光一贯重名的作风影响了他的

最终决定。

霍光屡屡强调要使自己无 “负天下”，他曾对车千秋说： “始与君侯俱受先帝遗诏，今光治内，

君侯治外，宜有以教督，使光毋负天下。”② 霍光显然是以天下共主的身份自居，这一意识的获得源

于其首辅的地位。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了霍光集权威与权力于一身，他本质上已经是皇权的化身。

霍光为政带有明显的个人风格，他对 “名”，即历史评价的重视，对昭宣时期重大历史事件的发展产

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直接促使了昭宣中兴局面的出现。

四、结语

霍光权力的形成既有制度性因素，又有历史原因。文献中 “政事壹决于光”的记载，是汉武帝

遗诏确定的首辅地位和中朝制度逐渐强化赋予霍光的职责。其他辅政大臣或去世或谋反被诛，使霍

光完全掌握了汉王朝的最高权力，但在这一历史的发展过程中，霍光只是随事应付，认为霍光为擅

政专权而排挤其他辅政大臣的阴谋论，事实上是站不住脚的。兼具权威与权力于一身的霍光，在立

废刘贺的过程中并未遇到过多的阻力，这实际上是专制制度业已成熟的表现。刘贺被废的原因需要

从三个层面理解，即刘贺特立独行的行为方式对霍光的权力、霍光所代表的统治秩序与官僚政治的

理性行政都带来了破坏性的冲击，最终的结果必然是威胁汉王朝的稳定与命运。霍光的权力虽然来

自于皇权，但就其专制性质而言，与皇权并无差别，可以说昭宣时期的霍光就是皇权的代表。霍光

的出身及其性格特征使他一定程度上约束了手中的权力，客观上削弱了封建专制制度带来的负面影

响。表面上，是霍光个人对 “名”的重视影响了他的政治作为，但本质上，对霍光专制形成约束的

是历史评价。封建专制社会内，历史评价是约束权力的制度性因素之一。

（责任编辑：王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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